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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特征 

---基于 3D 框架对武陵山片区的个案分析 

周丽，匡远配 

(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长沙 410128) 

【摘 要】扶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脱贫致富是中国新一轮减贫的重点，片区扶贫是把片区作为主战场，以

片区的形式组织扶贫开发。选取武陵山片区有代表性的41个县为样本，采用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的相关数据，基

于密度、距离和整合的3D 框架分析县域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与经济中心距离越远、基于面积的经

济密度越高、扶贫资金越多的县，贫困发生率越高，反映出经济发展与扶贫工作不同步、偏远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不

足以及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扶贫精准度有待提高等问题。因此，应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县域经济密度和减贫绩效“双

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偏远地区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距离; 建立和完善精准扶贫、协作扶贫机制，提高扶贫

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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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扶贫是为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开发经济、发展生产、摆脱贫困的一种社会工作，旨在扶助贫困户或贫困地区发展生产，

改变穷困面貌( 青觉等，2014) 。扶贫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提高贫困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更是扶贫问题的重中

之重。为了促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贫困地区的发展，国家颁布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 》，

启动了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攻坚工程，加快贫困地区的发展和脱贫致富。扶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致富是中国新

一轮减贫的重点指向，该工程涉及面宽，关联性强，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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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片区国土总面积为17．18万平方公里，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交界地区的71个县( 市、区) ，其中有

4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13个省级重点县; 截至2014 年末，片区总人口为2 810．65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05%；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 743 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4．29%；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6 353 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8．88%。

该片区气候恶劣，生态环境脆弱，泥石流、风灾、雨雪冰冻等灾害易发，是地质灾害高发区。同时，该片区海拔在800 米以上

的地方占全境约70%，部分地区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现象严重，是中国区域经济的分水岭，更是西部大开发的前沿与实验基地。 

武陵山片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是一个跨省界面大、少数民族集聚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

地区。从有关研究成果来看，对武陵山片区贫困问题的探讨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周伟等( 2013) 和田岚( 2013) 认为武陵山

片区的扶贫关键在于发展其特色农业与旅游业。常艳华( 2013) 基于全面启动《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2011—

2020 年) 》的约束条件，提出“出台差异化的倾斜政策”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的建议。刘治金( 2012) 、覃庆贵( 2013) 等

基于经济发展、贫困现状、农民素质等视角进行实地调研后发现，“造血式”扶贫措施比“输血式”扶贫措施更为有效。上述

对武陵山片区贫困问题的定性研究，无疑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但定量分析也不应被忽视。本文尝试以武陵山片区为例，利用

经济密度、与经济中心的距离、扶贫资金构造3D 框架，分析该片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特征，以更准确地刻画贫困的现实空间分

布，进而为提高武陵山片区扶贫效率、实现精准扶贫提供经验依据和政策参考。 

二、3D 框架下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 

为了更准确地刻画世界经济的地理格局，世界银行2009 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中，基于克鲁格曼的

新经济地理框架，提出依据密度( Density) 、距离( Distance) 和整合( Division)三个要素从不同地理尺度刻画世界经济地

理格局，这就是所谓的“3D 框架”。其中，密度反映提升自身经济产出实现聚集经济的程度，距离指标衡量在空间上的接近程

度，整合主要是衡量经济组织产品的流动等( 周沂等，2013) 。本文借鉴“3D 框架”对武陵山片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格局进行

实证分析。 

密度指每单位土地上经济活动强度，较高的密度能够更好地利用聚集经济效应带来的生产优势，进而带来较高的生产力和

生活水平。例如美国区县就业密度增加一倍，劳动生产率就提高6%( Ciccone，2002)；欧盟国家除具有显著的聚集经济效应外，

人口密度与劳动强度也显著正相关( Brrlhart， 2008)；密度与劳动生产效率正相关，而劳动生产率越高，创造的收入越多，

贫困发生率就越小，从而密度与贫困发生率负相关( 周沂， 2013) 。在诸多文献中，对于密度的测度多数是从经济视角出发，

以产值密度和就业密度来衡量经济密度。鉴于数据采集的便利和研究的直观性，本文采用单位面积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武陵山

片区样本县的经济密度。 

距离是指两物体在空间上相隔的长度，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到达某一经济密集区所耗费的成本。经济学上的距离概念很大

程度上源于地理学第一定律: 相近者趋同，相远者趋异。在扶贫研究方面，学者们往往将距离相近的区域划为一个片区，以便

于对要素流动问题进行研究，因为贫困地区经济落后，交通不方便，要素流动困难重重。“行政距离”( 交通沟通、信息沟通、

资源沟通) 对我国贫困产生有着重要影响，而交通沟通是制约行政距离的关键因素( 薛祥伟等，2013) 。因此本文将距离这一

因素纳入研究框架之中。2011 年，“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启动会”在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市举行，《武陵山片区

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2011—2020 年) 》也将吉首列为武陵山片区六大中心城市之一，因此本文选择吉首市作为中心，用

各样本县与吉首市的直线距离作为距离的衡量标准。 

整合指把一些零散的东西通过某种方式彼此衔接起来，从而实现系统的资源共享和工作协同。整合的精髓在于将零散的要

素组合起来，形成有价值、有效率的整体。整合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资源的整合既利于消除社会贫困，又能进一

步促进社会的整合，两者相辅相成( Clare 等，2000) 。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有很多资源需要有效整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

潜能，片区扶贫同样需要将有限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达到扶贫效率的最大化。扶贫资源主要体现在扶贫资金上，因此扶贫

资金也需要整合。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利用各样本县与吉首市扶贫资金差值的绝对值来衡量资金的整合程度，由于吉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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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扶贫资金，直接用各县扶贫资金来衡量。 

三、武陵山片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特征 

1．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结果，2014 年武陵山片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2 300 元的贫困人口为475 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6．9%，

比全国高9．7 个百分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 》实施期间，武陵山片区共确定23 032 个贫困村，其中

国家级贫困村11 303 个。武陵山片区的贫困发生率从2006 年的49．1%下降到2014 年的16．9%，这说明该片区的贫困状况得到

了明显改善。 

根据武陵山片区分布特点，考虑到指标的完备性、数据的可得性、代表性，本文选取以下41 个县作为样本进行分析: 湖北

省的恩施市( 县级市) 、秭归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利川市( 县级市) 、建始县、巴东县、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鹤峰

县，湖南省邵阳县、隆回县、城步苗族自治县、桑植县、安化县、阮陵县、通道侗族自治县、新化县、泸溪县、凤凰县、花垣

县、保靖县、古丈县、永顺县、龙山县，贵州省的正安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江口县、石阡县、

思南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德江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县，重庆市的酉阳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

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武隆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丰都县。 

本文分析数据来源于2007—2015 年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和各省统计年鉴，其数据分别反映的是2006—2014 年武

陵山片区的实际情况。样本县中，距离吉首市最近的县为凤凰县( 38． 6 公里) ，最远的为新化县( 395 公里) 。采用41 个

县连续9 年的数据构建一个面板数据，利用Eviews 6．0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樊欢欢，2009) 。由于密度、距离、资金代

表的意义各不相同，大小相差甚远，为了消除指标之间的量纲影响，需要进行数据归一化处理，本文采取的归一化处理方法为: 

将原数据( X) 减去它的均值( μ) ，再除以本指标数据的标准差( σ) ，其公式为 。 

在3D 框架指标的确定中，用各县单位面积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密度，用各县与吉首市的最短直线距离来衡量距离，用各

县的扶贫资金来衡量整合。由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没有统计各县的扶贫资金，鉴于贫困地区财政收入比财政支出小

很多，可以认为其缺口是由扶贫资金来填补，因此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之间的差额来替代扶贫资

金。 

2．模型构建与数据检验 

将贫困发生率作为因变量，从密度、距离、资金三个维度来分析武陵山片区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建立线性模型: 

 

其中，εit为随机误差，且假定εit服从正态分布N( 0，σ2 ) ，yit表示贫困发生率，x1it表示与经济中心的距离，x2it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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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经济密度，x 3it表示扶贫资金，a、b、c、d为回归系数。 

在建立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前，首先要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本文分别采用LLC、ADF-Fisher 和PP-Fisher 单位根检验三种

方法来判断变量( 距离、密度、资金和贫困发生率) 是否具有单位根，结果见表1。四个变量均为平稳序列，可以直接建立回归

模型，不会产生伪回归现象。 

 

3．回归结果及分析 

应用Eviews 6．0 软件，先后进行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分析( 见表2) 。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

模型的所有参数估计值t 统计量在5%的检验水平上都是显著的，而随机效应模型中的参数估计有的显著，有的不显著。对固定

效应模型与混合模型进行固定效应的冗余变量似然比检验，混合回归模型中R
2
 = 0．577，


2R  = 0. 573，DW 统计量为0．419，

由于R 的平方较大，DW 值较小，说明混合回归模型肯存在偏误；又因为Prob( F-statistic) 为0．000，所以拒绝原假设，认

为混合回归模型是无效的，固定效应模型是合适的。对于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可以进行Hausman 检验。通过

检验发现，密度因素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中的系数估计分别为0．000 668 和0．004 864，其概率值为0．0000；整合因

素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中的系数估计分别为0．000 912 和0．007 86，其概率值为0．000 0。因此，可以认为利用固定

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得到的系数估计值有显著差异。又因为Chi-Sq． Statistic 值为48．356 98，其概率值为0．000 0，因此

拒绝检验的原假设，即固定效应模型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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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模型选优，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的结果为: 

 

从模型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 

( 1) 各县的经济密度与贫困发生率正相关( 弹性系数为0．36) ，经济密度越高，贫困发生率越高。这与有关理论和通常

的经验不符，一般来说，两者应是负相关的，即经济密度越大，贫困发生率越低，而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两者是正相关。笔者

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密度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模仿城市和发达地区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这对

县域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经济增长成果并不能在所有社会群体间均等分享，甚至可能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因

此增长的财富并不一定能够“滴落”到贫困人口。二是面积基础上的经济密度并不等于人口基础上的经济密度，两者对贫困发

生率影响的方向可能是相反的。本文定义的密度是各县单位面积的生产总值，是面积基础上的经济密度。在劳动力自由流动条

件下，经济密度高的地区由于具有较高的减贫预期而吸引区外贫困人口转入，经济密度增加带来的减贫效果可能会被地区人口

的快速增加所抵消; 而经济密度较低的地区由于贫困人口的转出，反而可能表现出较高的减贫绩效。因此，必须控制人口增长

给地区经济发展带来资本宽化的消极影响，提高资本深化的扶贫效果。 



 

 6 

( 2) 各县与经济中心的距离与贫困发生率之间具有正向关系( 弹性系数为0．16) ，距离越远，贫困发生率越高。这与有

关理论和一般的经验是相符的，因为在一定区域内，某地方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城市距离的远近决定了中心城市对其的辐射和

带动作用，距离近的地方容易得到来自中心城市的资源、信息以及技术溢出等，进而促进其经济发展;相反，距离远的地方受到

的辐射和带动较弱，经济社会发展就相对慢一些，贫困发生率也就会大一些。对地区经济发展及贫困状况产生影响的距离实质

上是经济距离，即生产要素流动的便利性。因此，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地区之间的物理距离，但是可以通过改善交通、通信等基

础设施来提高地区间要素流动的便利性，缩小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各县间的经济距离，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公共服务

均等和政策全覆盖，进而有效降低偏远地区的贫困发生率。 

( 3) 各县的扶贫资金与贫困发生率具有正相关关系( 弹性系数为0．52) 。本文定义的扶贫资金是各县财政收入与财政支

出的差，扶贫资金越多，表明其经济越落后，贫困发生率也越高。因此，应想方设法加快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尽量缩小财政

收入与支出的缺口，从而降低贫困发生率( 曾昌礼，2012) 。扶贫资金是用于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其使用效率的提高将

进一步减少贫困发生率。但在我国现行行政体制和扶贫政策下，扶贫资金是以省为单位进行传输，地方壁垒和行政政绩观的存

在使得其难以在片区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整合，进而影响到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密度、距离和整合的3D 框架，采用2006—2014 年的有关数据，对武陵山片区41 个样本县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

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各县与经济中心的距离、经济密度和扶贫资金与贫困发生率均有正相关关系，即与经济中心距离越远、

经济密度越高、扶贫资金越多的县，贫困发生率越高。这反映出目前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还存在经济发展与扶贫工作不

同步、偏远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以及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扶贫精准度有待提高等问题。因此，进一步降低集中连片特殊困难

地区贫困发生率，提高扶贫效率，需要致力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和改进。 

一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县域经济密度和减贫绩效“双赢”。其一，要发展“益贫式”“包容式”经济，在现有的县域经

济密度格局基础上，实现从点到线再到面的经济发展，让贫困人群切实分享到县域经济发展的成果。其二，依据地方比较优势，

从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角度出发，想方设法发展特色产业( 刘林等，2013) ，提高县域经济实力，实现产业化扶贫。其

三，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其四，适当控制贫困地区农村人口数量，提升农村人口素质，提高

经济密度的减贫效率。 

二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偏远地区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距离。加大从中央到地方的项目投资，构建铁路、高速公路、水

路和航运交通网络，合理布局交通、通讯基础设施，提高交通设施的通达能力和流通效率，特别是可以通过“以工代赈”等方

式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增加农民务工收入，从而提高减贫效率。推进县域之间经济商贸往来，通过贸促会、交流会、展览会、对

接会等多种形式繁荣区域之间贸易往来，实现资源流动和互补; 支持偏远地区的企业走出去，加强与中心城市的互动。 

三是建立和完善精准扶贫、协作扶贫机制，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国家要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建立健全扶贫项目带

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利益联结机制，并构建多元化的投资机制; 重点扶持贫困地区农民创业，用创业带动就业，提高扶贫效率; 

重视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和产业扶贫，改进扶贫瞄准机制，实现精准扶贫。地方政府之间要打破行政分割，突出跨省区合作，

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实现资源共享; 以规划为平台，将有限的扶贫资源整合起来，集中资金、整合力量、综合治理、连片开发，

促进片区全面脱贫致富; 建立经济协作机制，规划和统筹建立政务、商务和公共信息平台，统筹人力资源开发和社会管理，通

过基础设施对接、产业优势互补、旅游景点互连、生态环境共建等，逐步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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